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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聯合國國際減災策略（International 

Strategy of Disaster Reduction, ISDR）定義

災害（難）（disaster）是一種自然、人

為的環境與社會過程間複雜的互動下，產

生顯著地對人類與永續環境的傷害（UN 

General Assembly, 1989）。據此，戰爭或

武裝衝突（armed conflict）是一種人為的

災害（難）。

我國《災害防救法》並未將戰爭

或武裝衝突、人群蜂擁推擠踐踏列入

人為災害（林萬億，2018a）。晚近，

武裝衝突與氣候變遷，或戰爭與新冠

肺炎（C O V I D - 1 9）造成的雙重脆弱

性（double vulnerability）已受到國際

的關注（Balalian et al., 2021; Corpuz, 

2022; Marktanner et al., 2015; Peter et al., 

2019）。

至於，預防災害發生，C a n n o n

（1994）直指：「災害是天然的，災難

則不是（hazards are natural, disasters are 

not）」。國際減災策略出版的《與風險

共存》（Living With Risk）文件也指出：

「大部分的天然災害也許難以避免，但是

災難可免（While most natural hazards may 

be inevitable, disaster are not.）」（ISDR, 

2004）。野心政客明知戰爭不利人類發

展，應該避免，卻因歷史、種族、宗教、

資源、利益、權力、侵略野心等因素，拒

不避免。

因於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以非

軍事化、去納粹化為藉口，侵略烏克蘭

（Ukraine），發動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

來，歐洲最大規模的戰爭。俄烏戰爭再次

提醒世人，戰爭帶來的禍害嚴重與久遠；

也提醒世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不會

也以其自我宣稱的「祖國必須統一」，對

臺灣發動武裝統一戰爭？

值此，武裝衝突風險升高之際，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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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總統於111年國慶以「給世界一個更

好的臺灣―堅韌之島‧韌性國家」為題發

表演說，揭示打造韌性國家的「四大韌

性」：經濟與產業韌性、社會韌性、民主

韌性、國防韌性（總統府，2022）。期盼

善意止戰，也整備國家韌性。本文聚焦社

會韌性，提醒國人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

以待之。

貳、戰爭中的脆弱性

脆弱性（vulnerability）是指社區、

系統、或資產的特性與環境，造成較容

易受到災難的損害（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UNISDR 

Terminology, 2017）。Pelling（2001）認

為脆弱性由三個要素組成：暴露、抵抗、

復原力。過去10年來，該定義已明顯改

變，從聚焦工程結構的物理抗衡到更全面

或系統取向；同時，考慮更寬廣的政治／

制度的情境、權力關係，及社區的異質性

（Schneiderbauer et al., 2017）。

至於社會脆弱性（social vulnerability），

Wisner等人（2004）稱之為一個人或團

體是否有能力參與、因應和抵抗災難的

發生，以及從災難影響中復原。Coppola

（2011）指出社會脆弱性因素包括：宗

教、年齡、性別、識字率、健康、政治、

安全、人權、政府與治理、社會公平、傳

統價值、習慣、文化等。此外，林珍珍與

林萬億（2016）更從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與在地傳統知識的角度，分析文

化脆弱性（cultural vulnerability）在原住

民地區因應災難的重大影響（林珍珍，

2018）。

Justino（2022）指出戰爭下的平民的

脆弱性與復原力（韌性）（resilience）受

到三方面的影響：（一）戰爭中武裝團體

施加的暴力等級、本質與期間；（二）人

民能夠使用與取得的因應衝突策略的樣

式與效果；（三）人民運用其自身能力

以形塑企圖控制該地的武裝團體的層級與

範圍。

一、社區與系統脆弱性

（一）都市化與平民脆弱性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 te r  o f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的戰略分析指出南韓平民在戰爭中的脆弱

性如下：（一）都市化：南韓人口80％

住城市，集中在首都首爾（2,500萬），

及六個廣域市：釜山（321.6萬）、仁川

（268.5萬）、大邱（224.4萬）、大田

（156.4萬）、光州（153.6萬）、蔚山

（108.2萬）。這七個城市人口超過3,732

萬人，占南韓總人口的73％。尤其是首爾

每平方公里住了17,000人，人口密集度是

紐約的2倍、洛杉磯的4倍、羅馬的8倍，

不利於疏散與庇護；（二）海運、空運的

脆弱性。一旦空運、海港被封鎖，能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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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就很難進出；（三）能源依賴。南韓

電力21％靠核能、71％靠化石燃料，必須

儲存足夠石油與天然氣，才不致造成電力

中斷。一旦電力中斷，經濟生產與網路也

連帶受損；（四）網路社會。南韓有90％

人民使用網路，網路社會具溝通優勢，但

也有被假訊息攻擊的脆弱性。一旦被攻

擊，也會對經濟與基礎建設造成重大的影

響（Cordesman, 2018）。戰略與國際研

究中心對南韓提出這些警告，是基於南北

韓陸地相連，與烏克蘭一樣，容易出現傳

統陸路攻擊，擁擠的大城市容易被癱瘓；

又相信北韓有足夠的飛彈，足以命中大城

市的基礎建設。

如Pelling（2007）所提醒的都市化與

風險同時演進。我國與外國沒有陸地相

連，不像烏克蘭、南韓都會面臨坦克及其

他短程槍砲的攻擊。但現代戰爭也靠發射

彈道飛彈、巡弋飛彈，或飛機轟炸。城市

人口集中區，仍然具有高度的社區脆弱

性。我國六都人口占總人口的69.3％，都

市化程度沒南韓高，臺北市人口密度每平

方公里9,067人，也低於首爾。但是，各

直轄市中心區仍然是人口密集區。海運與

空運被封鎖仍可利用臺灣東部機場與港口

進出，比南韓安全些。至於，能源依賴、

網路社會情形類似，均須未雨綢繆人口密

集的城市如何因應來自空中攻擊造成的人

員損傷與基礎設施的破壞。

（二）社會分歧與分裂社會

此外，戰爭也惡化社會分歧（social 

cleavage），甚至造成社會分裂。烏克

蘭的社會分歧不是循早期西歐政黨發展

模式：中央vs. 地方、國家vs. 宗教的分

歧組成（Lipset & Rokkan, 1967）；也

不是因工業革命後的資本家vs. 勞工階

級為基礎的新興政黨；或是受到後物質

主義的影響，出現物質主義vs. 後物質

主義（Materialism vs. post-materialism）

的新政黨分歧（Inglehart,1977）；也不

是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出現贏者vs. 輸

家（Kriesi, 1998）的政黨解體（party 

dealignment）與政黨重新洗牌（party 

realignment）（Kriesi et al., 2008）。更不

是受到新的經濟、文化、價值分歧的衝

擊，而出現威權民粹主義（Authoritarian 

Popul is ts）、自由多元主義（Liberal 

P lura l i s t s），訴求轉向國家光榮、反

對移民等議題的新政治分歧（Norris & 

Inglehart, 2019）。而是糾結在國家建立

過程中與俄羅斯分合關係的歷史軸線、與

俄羅斯地理相連的人口組成混雜，及掙

扎於獨立建國後的民主發展陣痛。烏克

蘭於1917年獨立前，曾先後被波蘭王國、

俄羅斯帝國統治過。獨立之後，又短暫被

德國、波蘭占領。1922年，蘇維埃社會主

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成立，烏克蘭

東部成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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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成為蘇聯創始國之一。西烏克蘭併入

波蘭。1954年蘇聯將克里米亞半島劃歸烏

克蘭。1991年烏克蘭獨立，改名烏克蘭共

和國，成為主權、獨立、民主的法治國

家。1992年克里米亞半島宣布獨立，在俄

羅斯調解下，成為烏克蘭的一個自治共和

國。自此，成為俄烏牽絆的難題。

俄烏戰爭後，俄軍在占領的烏東地區

開設至少五處過濾營（filtration camp），

被帶到那裡的人們，經歷數小時的拷問，

檢查每個人對俄羅斯的想法、對政治的態

度。如果發現任何一點對烏克蘭的忠誠，

就會被關起來。之後會發生什麼事，一

切未知（劉致昕等人，2022，頁89）。

然而，面對俄羅斯的恐懼鎮壓，赫爾松

（Kherson）居民卻以上街頭抗爭、利用

「黃膠帶」（Yellow Tape）的線上社團分

享抗爭信息、以加密軟體組織線上自救會

等方式回應。面對烏克蘭人民的反抗，俄

軍除了繼續製造恐懼之外，也展開利誘、

分化、吸收在地協力者，持續逼走反抗

者、也讓走不了的人絕望或改變意向。其

手段包括：（一）逼走現任官員，吸納失

意政客；（二）從文化、教育下手，試圖

影響當地人的認同；（三）資訊戰洗腦，

鼓勵分離主義（劉致昕等人，2022，頁

99-101）。

其實，俄羅斯這套策略是複製2014年

侵略烏東地區、克里米亞半島的劇本，利

用「混合式戰爭」（hybrid war）手法，

混淆人心、偽造事實、最後發動公投，

捏造當地人期待獨立或渴望加入俄羅斯

的假象，以合理化其占領烏克蘭領土的

侵略行為。侵略者分化社會的策略不外

乎，放大種族、社會、族群衝突，支持少

數親俄份子，利用戰時物資缺乏、人民

飢餓等焦慮，破壞社會團結。這套策略

在烏國親俄人士配合下，於2022年9月23

日至27日假盧甘斯克（Lugansk）、頓內

茨克（Donetsk）、赫爾松，及札波羅熱

（Zaporizhzhia）等州舉行入俄公投。儘

管結果如此，比起2014年俄羅斯侵略克里

米亞半島的經驗，這次的烏克蘭社會從

過去八年的學習，擁有一段新的共同經

歷，作為擁抱彼此的動力（劉致昕等人，

2022，頁99-101）。

臺灣從來就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屬地。但是，中共卻以下列似是而非的

理由，聲稱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

土：清帝國曾經統治過臺灣；甲午戰爭戰

敗才將臺灣割讓給日本；國共內戰國民黨

戰敗退守臺灣；以及扭曲解釋1971年聯

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United Nations, 

1971），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

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

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

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

中所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如此宣稱，的確在臺灣產生一些血

緣、親情，甚至憲法法理上的糾結。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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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國1990年代崛起之後，少部分嚮往

偉大中國的臺灣人、靠中國廣大市場獲利

的工商演藝界，三不五時散播歌頌中國的

言論，導致社會分歧的擴大，成為戰時社

會的脆弱性根源。

臺灣自1987年解嚴之後，實行民主選

舉、政黨政治，政黨也隨著社會開放多元

而不僵化於職業、階級、宗教、地域。但

是，仍然潛藏著族群、國族認同、經濟利

益的分歧。社會分歧在民主開放社會是常

態，只要在自由、民主、公平的基礎上，

分歧的主張，未必影響國家的團結，也不

必然造成社會分裂。倘無法適時解決社會

的分歧，將影響戰時處理危機的效能。

越是分裂的社會，於災難發生時，越是

脆弱。

二、脆弱人群

脆弱人群（vulnerable groups）是

指當遭遇逆境事件時，特別容易受到社

會與經濟排除與福祉遭減損風險的人群

（Ahern et al., 2008; Dubois & Rousseau, 

2008; Gallopín, 2006）。其脆弱性包括：

生理、心理、健康、經濟、社會等。用

Bourdieu（1986）的概念，脆弱性不只是

經濟面，也包括文化、權力等的符號形式

的資本有無或多寡。

脆弱人群的性質，首先，是較易受

到生理與心理傷害風險者（Butler, 2004; 

Goodin, 1985）；其次，其脆弱性也包括

道德的意涵，面對傷害時無力維護或堅

守知情同意，亦即自主、自決能力降低；

第三，因嚴重地缺乏重要維生資源，導

致容易落入岌岌可危的情境（precarious 

position），成為被剝削的對象，不論是

社會、經濟、性的弱勢（Fraser, 2013）。

據此，兒童、身心障礙者、懷孕婦女、老

人、受刑人、少數族群、窮人（Hoffman, 

2009），常是災難中或災難後需優先保護

與協助的對象。

災害發生，通常在安置時會允許脆弱

人群與其家人同住或同行，維持其自然支

持體系不離散斷裂，預防或減輕緊急醫療

狀況發生；甚至，容許在資源有限下優先

配置資源給這些相對脆弱人群。以下分別

針對各脆弱人群討論。

（一）兒童

兒童在災難中的脆弱性在於：（1）

生活必須依賴他人提供照顧、溝通與認

同、協助移動、生理、營養、情緒、發

展、規律與安慰等特殊的需求（黃瑋瑩，

2018）；（2）平時依賴家庭或其他成人

照顧生計、決策及情緒支持。一旦遭遇災

難，驚嚇、無助、恐懼的程度通常會高於

成人，尤其在空襲警報大作、砲聲隆隆、

停水停電、家人及社區居民匆忙疏散的人

聲與哭聲雜沓下，兒童更難沈穩靜待疏散

引導避難，兒童經歷的創傷遠比成人風

險高；（3）由於身心成長階段、新陳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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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呼吸速率及其他條件，兒童也比成

人更經不起生物恐怖主義（bioterrorism）

的攻擊；（4）兒童與成人的生理差異，

例如，頭與舌頭大小與身體其他部位的比

例、神經傳導速率、換氣、需氧量、血液

循環、肝臟與脾臟功能、皮膚厚度等，都

影響脫水、營養不良及耗竭的速度快於成

人。顯示，兒童更需要治療與醫療照護；

（5）兒童也比成人容易被傳染與出現嚴

重疾病。兒童的福祉靠教育、疫苗接種、

健康服務等支撐。健康服務劣化，也表示

疫苗接種計畫瓦解，幼兒受到大規模可

預防疾病感染的風險增加（Valand et al., 

2020）；（6）因學校停課而失去同儕支

持，增加家庭照顧負荷；（7）在緊急情

況下照顧兒童，涉及其心理、社會的認知

能力與情緒脆弱性，及依賴家庭成員的

支持（Hoffman, 2009）。然而，在戰爭

中，相對有限的醫療資源與照顧人力，兒

童的受害風險相對高，必須事先做好預防

與應變準備。

（二）婦女

女性在災難中由於文化、照顧負荷、

性別關係等，往往也是災難中的相對脆

弱者。其風險包括：（1）逃生不易，彭

渰雯（2010）指出2004年印尼海嘯婦女

死亡率是男性的4倍，主因是性別分工，

女性因手上抱著嬰兒致逃生不易；（2）

性別疏忽，林津如（2018b）指出，婦女

在災難中面對較高的死亡威脅、物資募集

時的性別忽略、補助金與資源分配的性

別遺忘、就業與照顧的兩難、人身不安

全；（3）女性在武裝衝突下，也常是被

強暴、壓迫、奴役的犧牲者；（4）孕婦

在戰爭時容易出現早產、嬰兒體重不足、

嬰兒死亡等情事；（5）孕婦於戰時，缺

乏產前檢查與醫療照護、產前維他命及必

備醫藥、婦產科醫師接生、逃難時無法連

線醫療記錄、傳染病爆發也對孕婦及胎兒

造成威脅、孕婦也暴露在各種病毒感染的

風險中、擁擠的避難所對孕婦也可能帶來

新的健康風險；（6）救難工作人員可能

不知有孕婦在人群中，而忽略孕婦的特殊

需求與禁忌，導致孕婦的災害應變相對

脆弱；（7）哺乳率降低。聯合國兒童基

金會（The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ICEF）針對伊拉克戰爭（2006-2011

年）的多指標叢集調查（Multiple Cluster 

Surveys）研究15,159位兒童，發現傷亡多

的區域，減少哺乳率，其原因可能是戰爭

壓力潛在影響母乳量、缺乏合適與隱密的

地方哺乳、缺乏健康照顧的提供、缺乏支

持母親哺乳的協助人力、武裝衝突對母性

的健康負面影響等所造成（Valand et al., 

2020）。

（三）老人

老人的脆弱性在於：（1）老人本身

可能苦於一種或多種慢性疾病，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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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骨質疏

鬆、腎臟病、痛風與高尿酸、代謝症候群

（Metabolic Syndrome）、心血管疾病、

關節炎、高血壓等；（2）可能苦於行動

困難、認知、感官、社會、經濟的限制，

因而阻礙其因面對災害時的適應力與能

力，使其變得焦慮、不知所措及受到創

傷；（3）於緊急狀況下或災害後，由於

營養不良、極端氣候、暴露在感染中、醫

療處置中斷，以及情緒痛苦，而導致健康

惡化。倘老人失能致身心障礙，由於其身

心虛弱，更需要特殊關注與支持。蔡宜蓉

與陳武宗（2018）指出在災難中，老人除

了死亡率高之外，還會受到健康、經濟、

心理健康的不利影響，特別是失能的老人

更是脆弱；（4）無電梯疏散。依衛生福

利部（2017）《106年老人狀況調查》顯

示，55歲以上人口居住在公寓無電梯者

有17.42％、兩層樓以上住宅無電梯者占

56.3％。亦即，一旦發生戰事，有一定比

率的老人需要協助，特別是居住在多樓層

無電梯住宅的老人需要特別協助其疏散或

撤離；（5）需他人協助疏散。65歲以上

老人獨居者占8.97％，另老人僅與配偶同

住者占20.38％，於災難時需他人協助疏

散；（6）慢性處方箋的限制。有慢性病

史的老人，必須彈性調整醫師處方箋的效

期，始能免於錯失預防病變時機；（7）

使用科技的限制，致無法迅速正確採取災

難應變策略；（8）住宿型機構的老人，

可能因疏散不易或缺乏避難設施致傷亡風

險高。

（四）身心障礙者

身心障礙者在災難中的脆弱性相對

高，主因於社經條件差、居住於高風險

區、鮮少擬定個人與家庭災害應變計畫、

行動不便、交通工具或援助人力取得不易

等（李香潔，2018）。因障礙不同，於戰

時各有不同的特殊需求如下：

1. 聽障：不論是使用手語溝通，或穿

戴助聽器。在戰亂中，常見的困境

是：（1）無法購買到助聽器、電

池；（2）無法接收電視、收音機

資訊；（3）無法使用雙向的視訊

轉譯服務溝通；（4）手語翻譯員

人力不足，無法適時滿足需求。

2. 語言障礙：無法有效地與他人

溝通，有些完全無法用語言表

達，或表達困難，不易了解，必

須利用溝通板、或使用電訊中

介服務（Speech-to Speech relay 

services）。於戰時會遇到以下困

難：（1）無法如常地使用足夠的

輔助設備或電訊中介服務中斷；

（2）無法有效地表達自身的需求

與困難。

3. 行動障礙：不論使用輪椅、柺杖、

或助行器等，在戰亂中，常見的困

境是：（1）要逃離受損的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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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危險區域相對困難；（2）停電

時無法使用電梯、手扶梯，或找

不到助手背負下樓梯；（3）由於

建築崩塌碎片或封鎖，致無法接近

所需服務；（4）日常生活自理能

力，例如，穿衣、烹調等無法自理

而需他人協助。

4. 視障：不論是全盲、弱視，必須靠

導盲犬、白手杖、盲用點字、放

大粗字閱讀等，戰時都會面臨：

（1）無法閱讀地圖或看電視、手

機，而在疏散、撤離時，無法清楚

明瞭路線；（2）無法順利與安全

地在危險地區自由行動；（3）無

法保證在戰區獲得導盲犬所需的食

物、水與休息空間。

5. 認知、智能及精神障礙：於戰事發

生時：（1）無法獲得即時、及早、

精準、可近、簡易的資訊；（2）可

能無法一直待在原照顧者身邊而失

去應有的支持與照顧；（3）較無

法面對高的壓力與混淆。

（五）經濟弱勢與少數族群

家戶的特性決定了貧窮的脆弱性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程度。於戰

爭中，家戶的經濟條件扮演關鍵的因

素，經濟能力強的，例如，有儲蓄與資

產者，較能因應武裝衝突帶來的生產性

資產（productive assets）的損失，或較

容易在避難期間獲得新的生計（Justino, 

2009）。經濟與社會處境不利的人們，在

災害發生時，常因缺乏資源與不足的支持

體系，而苦於承擔不成比例高的傷害。例

如，因缺乏交通工具而無法撤離災區、溝

通障礙、數位能力不足、容易被社區排

斥、缺乏醫療保障、缺乏工作機會、無財

產保險給付或其他協助因應災後重建等

（Hoffman, 2009）。

林津如（2018a）研究莫拉克風災中

臺灣原住民的處境，發現重建政策否定原

住民族的集體文化權、社會福利組織對原

住民族的結構性歧視，建議災難安置與重

建必須尊重原住民族集體文化權，從文化

安全的角度切入，始能提升原住民族因應

災難的韌性。

（六）傷病

前述老人有一定比率有慢性疾病，

須靠慢性連續處方箋領藥維持健康。依

2020年健保統計，我國領取慢性病連續

處方箋的人數約707萬人，總調劑件數

約7,660萬件，其中，在醫療院所調劑約

4,623萬件，在藥局調劑約3,037萬件。此

外，2021年4月統計罕見疾病患者通報個

案數18,171人，部分身心障礙者、孕婦也

比其他人更常進出醫院接受診斷、評估、

檢查、治療。2022年2月底國人重大傷病

證明有效領證人數已高達99.6萬人，需要

持續治療。在災難發生時，醫療診斷、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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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藥物的取得往往延後，或根本短缺

無法依正常程序提供，導致這群原本健

康條件就相對脆弱的人群的健康狀況更加

不利。

再加上，因戰爭導致的傷兵、傷患，

將造成軍事醫療體系無法因應突增的傷

兵，須要徵用非軍醫體系的醫療資源。致

醫療資源須重新分配，如何維持原本就需

要固定或穩定就醫的人們，獲得應有的醫

療照護，加上迫切需要治療的傷兵，須有

效的醫療資源配置與利用，才不致讓傷病

者陷入疾病惡化或死亡的風險中。

（七）武裝團體的暴力對象

暴力造成的脆弱性是指家戶資產可

能成為武裝團體攻擊的對象（Kalyvas, 

2006）。例如，在俄烏戰爭中，某些政治

人物或社區領袖被鎖定成為暴力攻擊的對

象（Justino, 2022）。因此，因應策略不

只依其經濟需求，也必須考慮被殺害、逃

難，或被掠奪的可能性。亦即，依其在面

對暴力的脆弱性而定（Justino, 2009）。

種族、宗教、或其他社會文化群體成員、

地理位置、或其他社會經濟地位等的家戶

特性，在不同的戰爭中，可能帶來不同的

經濟與生命的交換條件。不見得窮人在戰

爭中必然是處境最差，有時，富有者反而

會成為暴力攻擊的對象。

此外，意識形態也決定是否被暴力

攻擊的指標。支持侵略者，受到暴力攻擊

的可能性低，反而會成為籠絡、扶植取代

原有政治或社區領導，成為戰區敵方的內

應。反之，反抗者往往首先成為侵略者暴

力攻擊、鎮壓的對象，以示懲罰、警告反

抗者。

參、建構韌性的社會

從2005年世界減災會議（2005 World 

Conference on Disaster Reduction, WCDR）

後，永續與具復原力（韌性）的社區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communities）、

韌性生計（resilient livelihoods）、建構社

區復原力（Building community resilience）

等概念變得耳熟能詳（Manyena, 2006）。

復原力是指能在逆境中恢復的能力，能夠

積極的回應危機與挑戰的成長過程；並且

有能力承受生命的挑戰，從生命挑戰中重

新恢復；是個人或家庭本身具備的能力或

特性，使其處於不利環境中能發展出保護

機制，不受壓力與挫折情境的影響，可重

獲自我控制能力，並發展出健康的因應行

為（Walsh, 2003）。亦即，韌性是指關於

吸收壓力、因應變遷，以及從驚嚇中復原

的特質。

有些作者將韌性視為脆弱性的正向

對應。若將復原力僅視為是一項災後重建

的結果是危險的，因為這會過度傾向強

化災難管理的傳統實務，即是採取反應

性的（respond）態度（Bliss & Mee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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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而非預見於先的（proactive）

態度（Pfefferbaum et al., 2010）。廣泛

地說，韌性包括能力與有意願學習、再

組，及從事批判的自我反省（Alexander, 

2013; Kelman et al., 2016）。總之，韌性

是指可能性與有能力減少災難狀況下的

傷害的能量（capacities）。因此，因應能

量（coping capacity）重於短期的保護與

保障當前的體系與制度設施。適應能量

（adapting capacity）則指長期與不斷地展

開學習的過程（Birkmann et al., 2013）。

一、防災整備

韌 性 的 社 會 必 須 從 防 災 整 備

（preparedness）開始。以下參考美國國

家災難跨宗教網絡（the National Disaster 

Interfaith Network [NDIN], 2022）的災害

整備的措施，以減少脆弱人口群在災害中

的損害。

（一） 戰事發生前，確認每一個縣市政

府、鄉鎮市區公所、社區、部落知

道該轄區有多少不同類型的脆弱人

口群需要特別協助。

（二） 地方政府、非營利組織、社區組

織、部落的成員要確認該轄區有多

少不同類型的脆弱人口群需要特別

協助，且明確分工、一起工作。

（三） 提醒與鼓勵各類脆弱人口群事先進

行災難情境的應變計畫，包括：所

在建築物附近的避難場所、疏散與

逃難路線、準備救生包（含基本生

存必需品與個人特別需求藥品與物

品，如：食物、水、醫藥、衣物，

至少要能維持幾天的份量）。

（四） 提供所有社區或部落中的脆弱人口

個人或家戶均能人手一份災難應變

的提示單張或簡要說明。

（五） 事先做好地區、社區或部落災難應

變計畫，包括：避難場所、緊急安

置場所、行進路線等、交通安排

等，特別要提示脆弱人口群如何接

近這些設施。

（六） 提醒地區、社區或部落協作組織或

個人確保分工清楚、瞭解運作程

序、因應情勢發展權變措施、相互

補位等，每一件事情都能針對各類

脆弱人口群的特殊需求。

（七） 利用特殊的通訊系統或電話自動轉

接系統，以利有效聯絡與溝通每一

個地區或社區協作組織或個人。

以身障者為例，社會福利部門必須

整備：

（一） 聽障：（1）在戰事發生前、戰爭

中，或停戰後，維持雙向的視訊

轉譯服務運作，包括手語與內容

刊登；（2）利用社區鄰里相互通

知、拜訪聽障者，戰事即將發生，

或已發生，將避難或撤離資訊以聽

障者最能理解的方式提醒、告知。

（二） 語言障礙：要整備額外的照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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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設施，讓語障者得到額外的服

務。例如，手語、電訊中介服務、

手機資訊傳播等。

（三） 行動障礙：（1）協助肢障者搜尋

受損建物、橋梁、道路位置，以利

尋找撤離或疏散路徑；（2）保障

行動不方便的人們可以順利獲得

撤離、疏散及安置的協助與相關

服務。

（四） 視障：（1）以廣播、觸控等多種

方式提供溝通警報或警示；（2）

對危險區域提供額外的資訊，以利

視障者搜尋、導航；（3）提供導

盲犬足夠的食物、水與安全空間

等；（4）盡可能連結慣用的服務

資源。

（五） 認知、智能與精神障礙：（1）以

慈悲與尊重的態度提供額外的引導

與照顧；（2）盡可能連結慣用的

服務資源。

二、災害應變

在戰爭災難應變階段，也要針對脆弱

人口群的特別需求，提供災難應變措施。

（一） 一旦災難發生，要求各社區、地區

優先察看脆弱人口群。

（二） 原則上靠電話或手機聯繫。但是，

戰爭中通訊系統可能已被破壞，或

在防空避難場所通訊不良，或無通

信訊號；再加上，部分脆弱人口不

一定能使用一般的通訊系統溝通，

必要時，要進行挨家挨戶、外展訪

視，以確認脆弱人口受害情形。

（三） 脆弱人口群也不見得都會近用常用

的傳播媒介，例如，電視、收音

機、手機、電腦等。不要假設他們

都會聽到或看到空襲警報或疏散、

避難、逃難或其他提醒。

（四） 社區或部落的支援人員必須協助脆

弱人口群撤離建築物或危險地區，

挨家挨戶去通知與協助撤離可能是

必要的。在協助撤離時，必須依協

助對象的特性，安排適當陪同人員

前往接送或協助。

（五） 在協助脆弱人口群撤離時，務必以

尊重的態度，維護其尊嚴。

（六） 災後提供公共服務時，盡可能通融

脆弱人口群，提供合理調整。

（七） 所有服務據點應該盡可能提供脆弱

人口群方便停車的地方，或接近接

駁轉乘的地點。

（八） 避免使用戶外泥濘、塵土飛揚，或

雜草叢生的地點作為服務據點。

（九） 有些脆弱人口需要協助交通工具，

以利前來接受緊急或復原服務，必

要時，要將飲水與食物送到他們居

住或安置的地點。

（十） 於排隊行進或領取物品或接受服務

時，讓行動不便者優先。

（十一） 交通運輸的工作人員必須理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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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脆弱人口有體力自行搭車。但

是，不一定有認知能力瞭解因

應戰時特別規劃的交通路線。所

以，仍必須提供必要的協助。

（十二） 交通運輸工作人員也要理解某些

脆弱人口事情緒與認知發展障

礙，可能會在疏散、安置、復原

過程中出現極度不安，務必事先

安排其所熟悉的心理諮商、社會

工作，或照顧服務人員協助。

（十三） 某些有特殊需求的脆弱人口需要

被理解與給予特殊的協助，且要

事先在相關資料中註記，以利

銜接服務。包括：健康狀況、

藥物過敏、宗教與文化、飲食習

慣等。

（十四） 交通運輸工作人員甚至需要知道

多少噪音的分貝會對聽覺受損的

人造成影響，以免妨礙語音說明

的進行。

（十五） 交通運輸工作人員最好能理解基

本的手語，因為無法保證在災難

應變過程，有足夠的手語翻譯人

員隨行。

（十六） 災害指揮中心的公告表單與說明

及其他協助事項都需要有盲人點

字、放大印刷，及製作成語音

檔，方便視障者瞭解。

（十七） 準備腳踏車補胎工具用來作為身

心障礙者輪椅或機車爆胎的補胎

之用。

（十八） 提供越南、印尼、泰文、英文等

語言的災害應變說明給有聘用外

籍家庭照顧者的家庭，以利其

保護自己與陪同受照顧者一起

避難。

不管戰爭持續多久，有多少軍事部

署，阿富汗戰爭的經驗，傷兵存活率比以

往戰爭高，主因在於強化設備、護身盔

甲、改善檢傷分流系統、於傷患運送過程

即時處置等，而發展快速運送為基礎的健

康照護體系，能於24小時內以最短時間運

送傷兵到合適的醫療設施接受治療，如此

創新有助於醫護人員讓重傷傷患的存活率

提高（Kelley et al., 2017）。

肆、有備無患─戰爭風險管理

一般災難管理（disaster management）

都採四階段途徑（four-phase approach）：減

災（mitigation）、整備（preparedness）、

應變（response）、復原（recovery）

（Banerjee & Gillespie, 1994; Godschalk, 

1991）。但是，戰爭的減災是高度的政治

性，且涉及地緣政治、歷史、文化、宗教

的差異，很難靠內部或單邊減災。至於，

戰爭整備也涉及不可預測的攻擊戰略，其

考量變數較複雜。而應變階段更是差異極

大。天災的應變大多是短期，戰爭的應變

期往往持續幾個月，甚至數年。至於，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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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重建，幾乎是城鄉全面重建，與大規模

地區性天災較無太大差異。

Justino（2012）將軍事衝突區的災

難管理大分為事前風險管理（ex-ante risk 

management）與事後風險因應策略（ex-

post risk-coping strategies），以凸顯備戰

與戰爭應變。其中全社區的備戰是關鍵，

也就是打造韌性社區。Tobin與Whiteford

（2002）認為韌性社區應該是：（一）

具地方信念與實踐；（二）社區資產；

（三）低風險；（四）持續計畫；（五）

高度的官方支持；（六）與政府的夥伴關

係；（七）互賴與獨立的社會網絡。亦即

韌性社區不只是靠內生的（endogenous）

力量，包括：價值、信仰、承諾、效忠、

希望、社區意識、社區資產等；也必須靠

外成的（exogenous）力量，包括：政府

支持、外部資源挹注、社會網絡協力、風

險不具毀滅性等，戰爭災難風險管理始能

奏效。

一、事前風險管理

一般來說，戰爭都會有一段長短不

一的醞釀期，或稱政治協商期，衝突的雙

方或多方，透過外交手段，試圖實現和平

解決衝突的可能。以俄烏戰爭為例，協商

失敗的原因是衝突雙方或多方，有不易解

決的種族、宗教、文化、經濟利益，以及

政經體制差異，再加上俄羅斯領導者的政

治野心，兵戎相見幾不可免；此外，因領

導者的誤判或政治壓力，而出其不意地發

動攻擊，例如，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時間

倉促，烏東地區、靠克里米亞半島等地的

居民幾乎沒有足夠時間建立事前風險管理

策略，就必須逃難。當我們仍有足夠時間

準備，就不應錯失事前準備，才能減少傷

亡，儲備戰力。

（一）避難設施

1. 避難設施

依內政部警政署統計，110年底防空

避難設施總計10萬5,161處，預估可容納

人數8,665萬2,869人；扣除防空洞、防空

掩體，以及建築法規定建築物附建之防空

避難設施有效避難空間計算，可容納人數

約為4,500萬至5,000萬人，約我國人口的

兩倍，顯示防空避難所容納量足夠。民眾

可透過「警政服務APP―防空疏散避難

專區」，以「1手5步驟」於手機設定中

開啟定位後，下載警政服務APP，開啟並

點選「防空疏散避難專區」，選擇點位即

可查看容納人數等相關資訊，接著設定路

線、進行導航即可。「警政服務APP」包

含「隨手查」、「隨時找」、「隨時分

享」、「定位導航」四個特色，讓民眾簡

易執行。民眾可事先下載，並熟悉居住、

工作、就學鄰近的避難設施，一旦敵人空

襲，就可不慌不忙，進入避難設施防護。

內政部、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平時做好

避難設施數量盤點、安全維護、出入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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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基本設備等檢查，以免妨礙避難。雖

然依《全民國防手冊》（國防部全民防衛

動員署，2022），戰時協力民防團隊會負

責引導民眾進入避難處所。但各村里、

社區、部落、學校、工廠等，應事先充分

瞭解、熟悉所在地鄰近之避難設施，提醒

居民、學生、員工，如何利用避難設施。

必要的演練，也不可省，以免事發時雜沓

混亂。

2. 個人緊急避難包與家庭急救箱

(1) 個人緊急避難包應備妥：換洗

與禦寒衣物、手電筒（含乾電

池）、重要證件（身分證、健保

卡、信用卡、悠遊卡等）、現

金、食物（至少三天份量）、飲

水、急救藥品（外傷、止痛、慢

性病處方藥等）、手機（含充電

器、備用電池）、衛生紙、或紙

巾、女性衛生棉、瑞士刀等。家

庭成員事先必須約好失散時的會

面地點，以利無法利用手機聯繫

時，不至慌亂。

(2) 家庭急救箱備妥：優碘藥水、生

理食鹽水、酒精棉片、外用抗生

素軟膏、外用蚊蟲咬傷軟膏、常

備藥品（如：止痛藥、感冒藥、

胃藥）；多功能組合剪刀、止血

帶、安全別針、三角巾、鑷子、

救生哨子、毛巾、紙巾、濕紙

巾、消毒紗布、棉棒、醫療用紙

膠布、手套、繃帶、OK繃、棉

花、酒精、口罩等。

3. 緊急安置設施

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事先

應將轄區內建築、設施、機構可以作為緊

急安置、短期安置的場所，例如，社區活

動中心、學校、運動場、球場、教堂、廟

宇等。但應避免鄰近各級政府所在地、軍

事物資儲藏運送、戰備物與存糧的儲藏運

送等地點，以防被鎖定攻擊與阻礙通路。

並事先指派各安置中心的負責人，及其轄

下配置人力，以利其熟習各安置場所運

作，並於職務調動時列入交接。且應有足

夠緊急應變的救災物資儲備，例如，準備

金、乾糧、泡麵、飲水、急救箱、睡袋等

維生必需品的儲備。最後，社會局（處）

應該建立自己的跨區域支援救災社會工

作人員、志工名冊，並與民間救災組織

密切聯繫，以利於緊急安置設施開設後

提供評估、危機介入、創傷後壓力疾患

處理。

4. 疏散交通與路線

倘有集體疏散居民之必要時，集合地

點、運輸車輛、隨車人員等都必須事先規

劃，利用各種溝通管道傳遞訊息，始能避

免場面混亂。而行進路線必須有多種替代

方案，因為戰事發生後，鐵路、公路、船

舶等交通路線，可能遭破壞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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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礎設施

1. 電力

臺電公司負責控管全國電力運用情

形，一旦戰事發生，斷電、停電似難避免，

臺電公司事先必須有應變計畫，並規劃限

時完成修護之機具與人力。敵方攻擊或內

應破壞目標之一是電力系統。同時，地方

政府機關、醫院、福利機構、廣播、通

訊、緊急安置處所等，應準備備載電源。

2. 通訊

電力供應是電話與網路的基本要求，

無電力供應時電話機房與網路節點將無

法提供服務，造成通訊中斷。以烏克蘭

為例，為了使網路盡可能地不受敵方攻

擊而癱瘓，維持網路通暢所採取的作法

有：（1）全速建立備份和節點，以便在

必要時關閉主要節點，但仍然能維持網

路運作；（2）網路出現故障通常是由於

轟炸損壞了光纖電纜或是停電，烏克蘭

網際網路連線服務公司（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的工程師迅速修復受損害

的通訊節點站（Node Station），維持網

路順暢；（3）將設施帶到國外，例如烏

克蘭最大的網路供應商之一NetAssist，就

將資料庫、網路設備備份、監控系統等伺

服器移至國外，並且在國外建立或租用

節點；（4）目前大概有200多個地下室

提供網路服務，能夠抵抗俄軍的轟炸所

帶來的損害；（5）烏克蘭的三大行動通

訊供應商（Kyivstar、Vodafone Ukraine、

Lifecell）在2022年3月7日起推出全國漫

遊，用戶原行動通訊商無訊號時，可以免

費轉換到有訊號的其他供應商；此外，可

以使用最高速可達512 kbps的2G／3G行動

網路。此外，備用通訊器材、電池等，也

都是維持網路通暢的必要準備（汪哲仁，

2022）。

3. 水

自來水管線大部分鋪設在道路地下，

一旦道路被轟炸，連帶損毀自來水管，導

致漏水、停水。水庫也是敵方或內應可能

攻擊的目標，要有缺水的準備。地方政府

水利局（處）應有協調區域支援調度供水

及啟動備援供水系統，或配合中央水源調

度支援的計畫。

4. 戰備能源與糧食

2021年我國發電以火力發電量占比

達79.6％最高（包括：燃煤35.5％、燃油

1.6％、燃氣42.5％、汽電共生2.1％）、

再生能源占6.3％、抽蓄水力1.3％，核能

為10.8％。顯示，如同韓國一樣，化石能

源依賴度高，必須有足夠且安全的戰備儲

油。目前政府儲備30日、中油與臺塑依

《石油管理法》安全存量至少60日、液

化石油氣安全存量至少25日。但抵擋敵人

彈道飛彈或遠程火箭砲攻擊的安全性必須

加強。

依規定我國戰備儲糧需供應全民至

少三個月，目前我國戰備糧儲存可供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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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90.2公噸糙米。短期間糧食供給無

虞，不需仰賴外援。至於，蔬菜、水果、

肉類，及副食品，也必須有一定庫存量，

生鮮食品保存期限不長，若再加上停電，

更是無法冷藏，罐頭、乾糧、乾燥蔬果、

醃製品，是戰時的替代食物。

5. 醫療體系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衛生福利

部，1995）第3條規定緊急傷病、大量傷

病患或野外地區傷病之現場緊急救護及醫

療處理，屬緊急醫療救護事項。依第5條

規定，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消

防主管機關劃定緊急醫療救護區域，訂定

全國緊急醫療救護計畫。其中，野外地區

緊急救護應予納入。第6條規定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依轄區內之緊急醫療救護

資源，配合前條第一項之全國緊急醫療救

護計畫，訂定緊急醫療救護實施方案，辦

理緊急醫療救護業務。第7條規定各級衛

生主管機關對災害及戰爭之預防應變措

施，應配合規劃辦理緊急醫療救護有關事

項；必要時，得結合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

系，實施緊急醫療救護。急救責任醫院分

區，依能力分級。全國建置臺北區、北

區、中區、南區、高屏區、東區等六個區

域緊急醫療應變中心（rEOC）。另成立

國家級災難醫療救護隊（National Disaster 

Medical Assistance Team, NDMAT），北部

由臺大醫院負責，南部由成大醫院負責，

並定位為「國家級」、「災難級」平常積

極投入災難醫學相關之研究與訓練工作，

在國內外發生重大災難時，由衛生福利部

指示下前往災區進行緊急醫療救援，以解

決當地醫療負荷過重，儘速恢復當地的醫

療能量。除強化重大災害發生時之醫療救

護能力、有效地整合救災體系與醫療體

系，並結合各單位救災救護資源、裝備、

人力，發揮整體救災救護能力執行災難應

變，保障國人生命財產安全。在大量傷患

的事件中，國家級災難醫療救護隊的責任

則是對病患進行檢傷分類、提供適當醫療

照護，並準備傷患之後送等工作。同時在

視情況需要之下，災難醫療救護隊得提供

第一線之初級醫療工作，並協助減輕災區

當地已呈現過度飽和的醫療負荷。最主要

目的是以設置能快速反應災難應變之醫療

團隊，支援災區醫療工作，直到更多的醫

療能量匯整後陸續投入為止。

每一位在非軍醫體系服務的工作人

員，戰時可能會被徵召提供傷兵醫療服

務。因此，必須理解戰爭時，每位軍事人

員在前線或戰場的危險、痛苦、不信任，

協助回應他們想要安全與結束戰爭暴力的

期待。

（三）反統戰

認知作戰是武力攻擊的前哨戰，目的

在於取得攻擊的正當性、瓦解對方的反抗

意志及阻斷他國介入的可能性。以俄烏戰

爭為例，俄羅斯自2015年起，就不斷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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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宣告烏克蘭正在成為「新納粹主義」的

溫床、指控2014年成立駐紮於馬里烏波爾

城（Mariupol）對抗俄軍的亞速營（Azov 

Battalion）更是極端民族主義、白人至上

主義及新納粹主義的堡壘；更譴責烏國多

次違反《明斯克協議》在烏東挑起流血衝

突（詹祥威，2022）；俄羅斯總統普丁堅

持要恢復昔日蘇聯榮耀的企圖心，2021年

以《論烏俄兩國的歷史統一／同一性》

（One People, a Single Whole）為文論述

其所認知的烏俄關係的實然與應然（徐

裕軒，2022）。然而，烏克蘭過去幾年透

過公民社會、媒體識讀教育、網路社群協

力，培養民眾分辨真偽及查證的習慣（劉

致昕等人，2022）。當然，面對兩種截然

不同的國家論述框架（framing），最感

矛盾、混淆及感情被撕裂的是同時具俄烏

兩國身分的家庭。

中共對臺灣的統戰，如出一轍，例

如，1995年1月，江澤民在「八項主張」

中指出：「中華各族兒女共同創造五千年

燦爛文化，始終是維繫全體中國人的精

神紐帶，也是實現和平統一的一個重要

基礎」、「兩岸一家親」、「在『九二共

識』基礎上恢復兩岸協商與談判；堅決反

對臺獨」、「一國兩制臺灣方案」強調

「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容置疑也不容改

變」；1993年8月中共第一次推出臺灣白

皮書提到，如果兩岸統一之後，臺灣可以

「有自己的軍隊，大陸不派軍隊也不派行

政人員駐臺」。到了2000年，白皮書的文

字變成了「統一後臺灣實行高度自治，中

央政府不派軍隊和行政人員駐台」，刪除

臺灣可以有自己的軍隊。

2022年10月16日至22日在北京召開

中國共產黨第20次代表大會將「堅決反對

和遏制臺獨」寫入中共黨章。將「對臺總

體方略」寫入報告，「堅持和完善『一國

兩制』，推進祖國統一」，同時重申不承

諾放棄使用武力，並且強調「反獨與反外

部勢力」，繼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

「九二共識」，「堅持以最大誠意、盡最

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決不承諾

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

選項，這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

『臺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絕非針

對廣大臺灣同胞」，這些都是中共認知作

戰常用的說法。

（四）反資訊操弄

以俄烏戰爭為例，俄羅斯有長期運

用「混合式戰爭」手法的歷史（詹祥威，

2022），常常是在大軍侵略前，先行對目

標國家或地區發動假消息的攻擊，以助長

目標區民眾的混亂及不信任感。當2014年

俄軍控制克里米亞前，俄國出兵克里米亞

之出師檄文，指稱為了保護俄語族群與

俄國公民，俄方就使出資訊管制及網路

攻擊等手法。這次入侵烏克蘭又使出相同

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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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後風險管理

以俄烏戰爭為例，事後風險因應策

略則是聚焦在俄羅斯攻擊城市的威脅，

以及因城市人口密集區戰役的高風險

（Justino, 2022）。戰爭後的管理與一般

大型災害的復原與重建差異不大。戰事

發生後要做幾件事（林萬億，2018b）：

（一）災難評估（disaster assessment）；

（二）搜救（search and rescue）；（三）

撤離（疏散）；（四）緊急醫療救護；

（五）維生資源提供；（六）緊急庇護

（emergency shelter）；（七）治安維護

與交通管理；（八）殯葬服務；（九）關

鍵基礎建設優先恢復；（十）緊急社會服

務；（十一）勸募管理；（十二）志工管

理；（十三）新聞傳播；（十四）指揮與

協調。

戰事結束，則進入重建階段，要處理：

（一）災損評估；（二）住宅與社區重建；

（三）生活重建；（四）重建基金管理；

（五）創傷壓力疾患的處理。因為篇幅關

係，戰爭結束後的復原與重建不再詳述。

伍、結語

戰爭導致境內或境外空前的人口移

動；同時，引發直接的後果，例如，死

亡、疾病、壓力、移民、及環境的破壞；

間接的後果，包括：社會經濟制度、基礎

建設的瓦解，及人力資本的破壞；以及機

會成本，例如，由於農業生產的中斷導致

飢荒與商業與教育中斷造成的貧窮。

戰爭透過以下三種機制對平民造成重

大的成本付出：（一）經濟機制，例如，

通貨膨脹、市場崩潰、糧食、石油與其他

民生必需品短缺，以及物理與人力資本損

失；（二）心理機制，例如，創傷與喪

失；（三）社會機制，例如，遷徙、錯假

訊息、失去信任（Blattman & Miguel, 2010; 

Grosjean, 2022; Justino, 2012; Verwimp et al., 

2019）。這些機制不只在戰爭當下對個人

與家戶造成生存的威脅，也阻礙受戰爭影

響的家戶戰後的復原（Justino & Verwimp, 

2013），並可能外溢到下世代。

不論發動戰爭者是以解放受壓迫、貧

窮、人權迫害的人民之名，或是以鎮壓尋

求獨立的分離主義者為目的，或是為實現

野心政客宣稱的為國家完全統一之名，諷

刺的是，死傷者往往都是侵略的一方想要

解放、鎮壓或統一的人民。

減災能避免戰爭當然是最佳選項。

倘避免戰爭必須以尊嚴、自由、民主為代

價，不如努力降低脆弱性，強化社會韌性

以抗敵。而戰爭中的脆弱人群必然仰賴社

會福利體系做好事先災難風險管理，以減

少傷亡，尤其是靠韌性社會的建構。

（本文作者為行政院政務委員）

關鍵詞：戰爭、脆弱性、韌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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